
内容提要：以 1851 年第一届国际卫生大会的召开为开端，国际社会通过颁行一系列国

际卫生公约、协定或条例，创设防疫机制和平台，研发防治药物和疫苗，形成了现行的以跨

国行动、全球治理为核心的疫情防控体系。其间，国际公共卫生办公室、国际联盟卫生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相继担任了疫情防控工作的技术咨询者和跨国行动计划的倡导者、领导者、协

调者、实施者，成功推动了卫生防疫体系从区域到国际再到全球的转向。当前，世界卫生组

织领导下的全球卫生防疫合作，正在进入既相对尊重各国国家主权又要求参与运作的国家必

须放弃部分主权的“跨国主义”模式。但这种理论模型面对实践的考验时还存在诸多不确定

性。世界卫生组织既需要借助全球卫生实践活动重塑其治理结构，积极推动全球卫生治理的

多元共治新模式，更需要各国政府赋权赋能积极配合，从而实现全球卫生防疫体系理论设计

与实践行动的互洽，协同打好“全球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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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冠状病毒(COVID-19)“全球大流行”(global pandemic)的疫情防控中，各国政府从最初

的无所适从转向积极主动地应对，方略虽不尽相同，但防控目标大体一致。然而，一些“不

和谐的杂音”却成为掣肘“全球战疫”的阻力。事实上，无视病毒已经再次将整个世界联为

一体，轻视世界卫生组织领导下的全球卫生防疫体系的功能，试图重回 19 世纪之前“以邻

为壑”式的疫病治理“老路”，注定是行不通的。

全球卫生防疫体系是由世界卫生组织负责领导、协调和推进，其他政府间组织、非政府

组织、国家共同参与，以《国际卫生条例》为执法依据，旨在利用现代的科学技术、公共卫

生学和医学的措施和方法，来防治全球疫病暴发和流行的国际机制。现代世界新发和复发传

染性疫病的跨国流行和无序传播造成的压力，全球化的加速推进，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加

之生物医学、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学的进步带来的推力，共同推动了国际社会应对传染性疫

病模式的变革。欧洲国家 1851 年主导召开的第一届国际卫生大会(International Sanitary
Conference)揭开了国际卫生防疫合作的序幕，而 1907 年国际公共卫生办公室(OIHP)的建立

更成为全球卫生防疫制度化的重要一步。尔后，国际联盟国际卫生组织(LNHO)、世界卫生组

织(WHO)先后成为疫病防治领域的技术咨询者和跨国行动计划的倡导者、领导者、协调者、

实施者，推动开展全球卫生防疫工作。

围绕国际组织与全球卫生治理之关系，国际学术界多有研讨，但关注的重心多为公共政

策的沿革。①然而，正如美国学者查尔斯·罗森伯格(Charles Rosenberg)所指出，疫病的意

义和价值要通过被感知同时就命名和响应达成共识之后才能够被建构起来，②全球卫生防疫

体系的建立同样存在一个被感知并就命名和响应形成共识的过程。医学科学、疫病防治技术、

信息情报等重要知识如何同国际社会的政策制订发生关联，正如自然界的零星和散落的病原

体形成流行疫病需要“中间宿主”，全球卫生防疫体系的建立则需要一个重要而特殊的国际

组织。对此，国际学术界尚缺少系统而专题性的观照。立基于此，本文尝试借助跨国史/全
球史的研究路径和方法，从国际组织与国际机制的关系入手，重新审视全球疫情防控和治理

的历史，并借此观察疫病治理的理想模型与实际运行的互洽程度对于治理效能的影响。

国际卫生大会与区域卫生防疫合作的初步尝试

随着烈性传染性疾病的大规模流行，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以邻为壑、画地为牢式的传统

治理模式，虽可能通过地理隔离方式来保护一国一域免受病原体的侵害，然因缺少信息共享

机制与有效合作，致使不同国家间的检疫规则各异、管理漏洞百出，代价沉重自不待言。鼠

疫、霍乱、黄热病、天花和斑疹伤寒的流行，带来的经济损失、政治动荡和社会恐慌令人闻

疫色变。

19 世纪特别是 1830 年和 1847 年欧洲霍乱的跨国大流行，个人卫生和政府防疫措施的

力有不逮，加之这一时期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社会相互依存度加深，以及欧洲战争和革命



此起彼伏，上述因素使此前以划定隔离区、设立防疫所、拉起警戒线、建立疫病院为主的防

疫方式日受质疑，出于政治目的而非医学需要滥用卫生法规的情况频繁发生。英国学者马

克·哈里森(Mark Harrison)注意到，隔离区已被其反对者描绘成“一个不太开明的时代的遗

迹”③。而细菌理论的重大发现及各种新检疫手段的出现，让国际社会进一步意识到，可以

通过更为科学的方法来解释疫病的病因学、生成机制和传播方式，以更加合理的标准化的防

疫措施来应对疫病的跨国流行。

另一方面，随着拿破仑兵败，1814-1815 年，欧洲主要国家的代表齐聚奥地利维也纳，

维也纳会议让国际社会注意到，国家间的矛盾与分歧可以通过多边会议协商的形式来解决。

受此启发，国际会议的数量迅猛增加，1815-1840 年，25 年间仅举办过 6 场国际会议，而

1867 年一年就达 23 场。④国际会议逐步成为各方发表高见、进行辩论与谈判之所，知识、

信息与情报交换之地。这些因素的合力推动了第一次以欧洲国家为主的现代意义上的多边防

疫行动。

1851 年 7 月 23 日，来自奥地利、法国、英国、葡萄牙、俄罗斯、西班牙、撒丁王国、

两西西里王国、教皇国、托斯卡纳、希腊、土耳其等 12 国的著名医生和外交家齐聚法国巴

黎，召开第一届国际卫生大会，围绕各国的商业利益保护、传染性疾病国际传播的限制和预

防、信息共享、国际检疫法规等开始了长达 6 个月的跨年度讨论。严格意义上，第一届国际

卫生大会并非政府间会议，而更多是外交官与医生的磋商平台。每个国家可选派 1 名医生和

1 名外交官参会，投票时每个国家有 2 票，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投票不是以国家而是以个

人为单位。尽管这一制度仅持续到 1866 年第三届大会召开，但是，这种会议的组织模式，

注定国际卫生大会不仅是欧洲列强政治与外交的新的竞技场，还将成为医学知识和流行病学

信息情报的交换所，医生或医学科学将在国际卫生防疫体制和机制的建立过程中扮演特殊而

重要的角色。

由此次会议开始，1859 年在巴黎、1866 年在君士坦丁堡、1874 年在维也纳、1881 年

在华盛顿、1885 年在罗马，前后举行了六届国际卫生大会。然而，因不同国家对所讨论的

传染性疫病特别是数次肆虐欧洲的霍乱的病因学、传播方式和治理模式缺少共识，卫生健康

与商业利益难以协调，这些会议成效不彰。尽管如此，国际卫生大会特别是第一届会议确立

了一项原则，即检疫和卫生措施应通过国际协定加以确定，尽量减少因措施不一而造成的额

外开销和不合理阻碍，因而被普遍认为是“国际卫生合作的里程碑”⑤。

1884 年，德国微生物学家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通过在埃及亚历山大和印度加尔各

答的实地调查研究，率先成功分离出霍乱的致病菌并将其命名为“霍乱弧菌”。虽然科赫提

出的霍乱病因学和流行机理为国际社会实施检疫制度特别是在苏伊士运河进行检疫提供了

动力，⑥但是，科赫的细菌学理论却遭到英国的坚决抵制。晚至 1892 年 1 月第七届国际卫

生大会在威尼斯召开之时，德国和法国提出的霍乱“接触传染论”才最终战胜英国政府坚持

的“非接触传染论”，与会各方代表达成共识，通过了第一部《国际卫生公约》(International
Sanitary Convention)，规定国际社会须通过协同合作来应对霍乱的跨国流行。尔后，1893 年

德累斯顿会议和 1894 年巴黎会议又通过两部《国际卫生公约》，国际疫情通报制度正式被

写入公约，同时进一步加强了针对陆路和海路霍乱传播的国际检疫合作。⑦这一时期，香港

暴发的鼠疫引起国际医学界和国际卫生大会的关注，1894 年，日本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和

法国细菌学家亚历山大·耶尔森(AlexandreYersin)相继分离出鼠疫致病病原体——鼠疫杆菌，

这些新知识为新一届国际卫生大会转向讨论鼠疫提供了科学支持。1897 年第十届国际卫生

大会通过新的《国际卫生公约》，鼠疫被增列为重点关注对象，同时更加注重海港和船舶的

检疫、消毒与隔离工作，以及疫病信息的通报制度。⑧

随着疾病的细菌学说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被越来越广泛地接受，国际社会更加意识

到，建立实体的常设的国际卫生合作机构，负责公约执行和疫病情报信息的分享，是有效控



制“旅行”传染病的必然选择。但是，在一个充满政治、经济和社会分歧的世界里，这注定

是一项缓慢而艰巨的任务。然而，1902 年，美洲国家率先组建区域性的卫生机构——国际

卫生局(ISB)，后更名为泛美卫生局(PASB)，迫使国际卫生大会不得不加快采取行动。1903 年

10 月 10 日-12 月 3 日，新一届国际卫生大会在巴黎举行，与会代表推出了两项更为宏大的

计划：一是商定统合此前四部国际卫生公约为一部单一公约，二是建立一个常设的国际卫生

办公室。两项计划均获得多数国家的支持而顺利通过。⑨这次会议为区域性卫生防疫合作的

制度化铺平道路。

1907 年 12 月 9 日，比利时、巴西、埃及、法国、意大利、荷兰、葡萄牙、俄罗斯、西

班牙、瑞士、英国和美国等 12 国代表共同签署《罗马协定》，正式批准组建“国际公共卫

生办公室”，总部设在巴黎，这是世界上“第一个非区域性的国际卫生组织”⑩，主要负责

国际卫生公约的执行，采用流行病学监测、疾病报告和通信技术等现代科技措施，向会员国

传播对公众健康具有重要意义的信息，帮助国际社会完善检疫和隔离制度，以更好地适应现

代交通方式的变化。(11)而随着美洲国家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卫生大会的工作，1911-1912
年国际卫生大会第 12 届年会，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最后一次会议，决定将黄热病与霍

乱、鼠疫一道纳入须向成员国报告和检疫的传染性疾病之列。可以发现，经过半个多世纪的

努力，全球传染性疫病的“三巨头”(three bigs)相继被纳入国际卫生公约重点关注和报告之

列，这三种疫病均是同国际贸易和旅行密切相关的“应受隔离的疾病”(quarantinable diseases)，
而为了应对这些疫病，正如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瓦雷斯卡·胡伯(Valeska Huber)所注意到的，

国际卫生大会提出了一个“半透膜”(semipermeable membranes)新边界概念，借助具体的管

理、技术和科学技能，将过境者分为危险和非危险群体，实行按需要开放边界的方式来隔离

疫病。(12)这一理念主要源于 19 世纪国际卫生合作的“伟大原则”(great principle)：通过建

立国际检疫规则，最大限度地减少霍乱、鼠疫和黄热病等疫病对欧洲和美洲主要国家的威胁，

同时把疫情对国际自由商贸往来的影响降到最低。(13)
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防疫合作虽多以国际公共卫生之名，实则是欧洲和美洲国家

出于国家利益采取的区域性行动，是内容相对单一的防御性安排，而非改善世界范围的普遍

卫生条件，更没有提出减少或消除疫病的合作措施。尽管如此，正如历史学家和前世卫组织

官员诺曼·霍华德-琼斯(Norman Howard-Jones)指出的，这一系列会议为来自不同国家和文

化背景的医疗管理者和医学科学家的交流建立了独一无二的平台，为国际社会更加科学理性

地认识疫病和采取更加合理的措施提供了可能。(14)的确，这种“医学与外交联姻”的会议

组织形式，共同的疫病病因学分类，以及依托《国际卫生公约》建立起来的超越地方、国家

和双边的疫病治理实践，为其后建立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国际卫生防疫合作奠定了基础。

“二龙治水”与国际卫生防疫工作的推进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国际防疫合作更多出于贸易自由和出行安全的经济和政治

需求，建立国际卫生检疫制度更多服务于外交目的，而随着国际联盟的建立，国际卫生防疫

合作的主导权成为西方列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明争暗斗的新领域，同时也是不同卫生防疫

理念和医学观念竞合的新平台。正因如此，国际卫生防疫工作出现了位于巴黎的国际公共卫

生办公室和位于日内瓦的“国际联盟卫生组织”共治的局面。

战争所留下的政治纷争和社会混乱，成了传染性疾病滋生和跨国流行的催化剂。

1918-1919 年大流感席卷北美和欧陆，造成 10 亿人感染、5000 万至 1 亿人丧生。(15)而战后

发源于波兰和苏联的斑疹伤寒、回归热(relapsing fever)、霍乱等传染性疾病的流行更是引起

国际社会的恐慌，这些疫病越过自然和政治疆界持续扩散，而因战乱导致的大量难民的跨境

流动更是让卫生防疫工作雪上加霜。随着传染性疾病的重要影响再次凸显，无论是公共卫生

人士还是外交官员，都意识到单纯的国家行动无法阻挡疫病跨国、跨洲的大流行，必须进一

步加强国际卫生领域的有效合作。



1920 年 1 月国际联盟正式成立，新建立的国联不仅要为战后各国实现政治和解提供多

边磋商机制，利用集体安全机制来制止战争，而且非常重视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来加强卫生

防疫工作。问题是，以何种方式来领导国际卫生治理，才能有效地防治疫病，这是国联必须

面对的重要事项之一。国际社会最初的设想是，国联不必再另行设立新的负责卫生事务的机

构，国际公共卫生办公室常务委员会可以代行该项职能，不言而喻，这既是由于彼时国际公

共卫生办公室已有较好基础，又考虑到国际卫生组织的建立和运营费用将非常高昂，设立新

机构无疑既会造成政出多门又存在资金募集的难题。通过调整和重组国际公共卫生办公室，

将其纳入国联的行政框架内和领导下，似乎成了最为理想的选择。但这一提议遭到了法国代

表、国际公共卫生办公室的“伟大保护者”卡米叶·巴莱赫(Camille Barrère)的坚决抵制，同

时被彼时身为国际公共卫生办公室的会员国但却不是国联成员国的美国否决，他们不愿将其

降格为国联下属的二级机构，这些不同的声音和反对意见构成了促进国际卫生合作的不可逾

越的障碍。(16)事实上，机构政治(Institutional politics)的影响和更大的地缘政治关切，是影

响国际卫生机构建置的深层次原因。法国希望保持国际卫生合作领域中的领导地位，英国和

美国则想限制国际联盟的职能，同时也不排除国际公共卫生办公室的支持者担心失去国际卫

生合作领域中的威望和内部官僚主义的小竞争。(17)正因如此，1920 年、1921 年、1923 年

和 1936 年，国联提出的理顺国际卫生体制的行动建议均遭国际公共卫生办公室拒绝，筹建

单一的世界范围的国际卫生组织的设想最终化为泡影。

国际联盟不得以另起炉灶，于 1921 年组建独立的卫生组织，下设三个专门部门：一是

卫生事务委员会(Health Committee)，二是隶属国联秘书处的医务部(Health Section)，三是国

际公共卫生办公室常务委员会任命的咨询委员会(Advisory Council)。波兰细菌学家路德维

克·拉西曼(Ludwig Rajchman)博士担任卫生事务委员会秘书兼医务总长，具体领导国联卫生

组织的工作。(18)正是在拉西曼及其继任者的领导下，国联卫生组织调动全世界的医学、流

行病学、公共卫生领域的众多专家学者，为国际卫生防疫工作的机制和体制建设提供专业知

识和技术支持。1921-1946 年，国联卫生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大体可概括为六个方面：

(1)建立全球疫病信息交换所；(2)建立国际流行病学数据库，并借助现代通信设备推动疫情

的即时播报；(3)抗毒素、血清、疫苗、激素和维生素等众多生物制剂的国际标准制订和研

发；(4)推动同国家卫生部门技术交流合作；(5)相继设立日内瓦流行病学情报和公共卫生统

计服务处、新加坡东方流行病学信息中心、哥本哈根国家血清研究所、伦敦国家医学研究所；

(6)强化预防医学和社会医学发展。(19)
国际公共卫生办公室则继续关注传染性疾病的病因学和流行病学研究，推动流行病学数

据的收集和信息共享。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仍坚持动员和使用电报通信技术收集

和报告战场上疫情的最新发病率、死亡率和流行病学数据。战争结束之后的 1919 年 6 月 3
日至 13 日，国际公共卫生办公室立即组织召开常务委员会，正式重启国际卫生防疫领域的

合作。1926 年 5 月 10 日至 6 月 21 日，第 13 届国际卫生大会召开，66 个国家的代表汇集

巴黎，会议的一项重要成果即国际社会第一次正式把斑疹伤寒和天花纳入“传染病”检疫清

单，进一步加强了国际疫情通报制度。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二十年中，国际公共卫生办公室

还帮助收集了有关全球腹泻病、寄生虫感染、结核病和疟疾发病率的重要数据，而且还针对

新兴的航空业的卫生监管问题，起草并推动国际社会签署了 1933 年《国际航空卫生公约》

(ISCAN)。(20)
不仅如此，国际公共卫生办公室与国联卫生组织还就“传染性疾病”报告的常规安排等

问题进行合作。1926 年 4 月 1 日，双方合作创办《世界流行病学周报》(WER)，国际公共卫

生办公室负责提供报告内容，国联卫生组织负责编辑发行，联合向世界报告鼠疫、霍乱、黄

热病、斑疹伤寒和天花 5 种疫病的流行病学数据，成为各国及时获取疫情信息的重要渠道，

该合作一直持续到 1942 年，因战争形势恶化、国联卫生组织无法正常收到国际公共卫生办



公室的报告而被迫暂停。(21)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二十年中，两个行政上相对独立的国际卫生机构共存并行。对于

这种双龙治水的局面不乏外来批评，特别是 1923 年后美国开始积极参与和支持国联卫生组

织的工作，对国际公共卫生办公室的批评也随之增多，有的甚至指责国际公共卫生办公室没

有完全履行其服务于流行病信息收发的职能。如时任美国公共卫生署署长的休斯·卡明(Hugh
S.Cumming)在 1926 年 5 月参加国际卫生大会后就撰文指出，国际公共卫生办公室主编的《公

共卫生周报》的内容，很大一部分是来自美国政府通过其医务和领事官员收集的情报。这既

源于美国对国际公共卫生办公室领导层的质疑，也有各国政府捐款不足造成的运营困难等客

观原因。(22)事实上，卡明欲言又止的另一层原因则是，美国与欧陆国家围绕国际卫生防疫

主导权的争夺已悄然开始。

国联卫生组织和国际公共卫生办公室虽难免有分歧甚至纷争，但双方都尽量“保持着体

面的妥协”，共同推动了流行病监测数据和网络、现代化信息共享机制、生物制剂标准化的

建设，逐步形成了以微生物学、生物医学、公共卫生知识为中心的新的流行病学知识体系，

“为现代国际公共卫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3)正是基于这些国际性协同努力，国际卫生

防疫工作逐步实现了从内容相对单一的区域防御性安排向满足世界范围内“预防疾病的普遍

需求”转型，(24)同时还推动了国家层面卫生机构建设和防疫工作的开展。

但必须注意到，随着这一时期帝国主义殖民扩张与工业资本积累的加速推进，卫生防疫

一定程度上成了帝国对殖民地、中心对边缘施加影响以及殖民帝国建构西方医学强势霸权的

工具。(25)批评者甚至指出，尽管国际卫生大会的代表们口口声声强调制定诸如《国际卫生

公约》等协定时客观技术决策的重要性，但代表们常常还是遵循其政府的通行政策，这意味

着看似微不足道的关注往往掩盖了更大的哲学或政治动机。(26)国际卫生防疫工作注定难逃

大国政治的阴影。

世界卫生组织与卫生防疫的全球转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曙光初现之时，国际社会已经在筹划战后世界秩序的总体安排，

战时陷于停顿的国联卫生组织和国际公共卫生办公室工作的接续，加之对战后疾疫的担忧，

对一战后流感、斑疹伤寒大流行的心有余悸，都迫使国际社会采取积极措施恢复和重建国际

卫生防疫秩序。1945 年 4 月中国和巴西代表首先提议，经过国际社会两年时间的认真研究、

商议和筹备，1948 年 4 月 7 日，《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正式生效，世界卫生组织宣告成

立。

为更好地“促进卫生与控制疾病”，接续国联卫生组织和国际公共卫生办公室此前工作，

1946 年 7 月，筹建中的世界卫生组织成立了由 18 国政府代表组成的临时委员会，其既负责

筹备世界卫生组织最高权力机构——世界卫生大会(WHA)的首届会议，又负责与联合国善后

救济总署(UNRRA)合作，推进《国际卫生公约》的贯彻执行和《世界流行病学周报》的编撰

等工作。1948 年 6 月 24 日，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的主要政策制订机构，第一届世界卫生大会

在日内瓦开幕，会议决定：同年 9 月 1 日开始，世界卫生组织正式接管国际卫生防疫工作。

与此前不同，世界卫生组织理论上是唯一有权制定和实施国际卫生规范与标准，并促进

成员国之间就优先事项进行持续对话的机构，(27)“全球卫生”(global health)因此日益取代

“国际卫生”(international health)成为国家间合作共处的“新旗帜”，以防治结合的方式服

务于公众健康成为国际社会在全球卫生防疫领域的更广泛的共识。(28)《世界卫生组织组织

法》开篇即指出：“健康不仅为疾病或羸弱之消除，而系体格、精神与社会之完全健康状态。”

而且，全人类“共享最高而能获致之健康标准，为人人基本权利之一。不因种族、宗教、政

治信仰、经济或社会情境各异，而分轩轾”。同时，国际社会更加意识到：“各国间对于促

进卫生与控制疾病，进展程度参差，实为共同之危祸。而以控制传染病程度不一为害尤甚。”

这些共识成为指导和推进新成立的世界卫生组织领导全球卫生防疫制度建设的圭臬。



实际上，如前所述，“管理控制国际疾病传播的全球制度”既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中

心工作，又是“历史性的责任”。世界卫生组织加快推进制度建设重要且优先事项之一，即

议定统一的国际卫生法律文书，为全球卫生防疫体系的建立奠定法理基础。由于历史原因，

世界卫生组织接手国际卫生防疫工作时，该领域共有 12 项具备外交性质的公约和议定书，

且相互各有侧重和分工，难以相融更无法统一，世界各国批准和加入的条约各不相同，承担

的义务五花八门，为国际贸易往来带来诸多不便甚至混乱。(29)此外，国际卫生公约的批准

程序复杂，不能使商定的文书在所有地方迅速同步适用，也难以快速更新以适应流行病学知

识、实践经验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以此而论，世界卫生组织应采用单一的具有约束力的国际

法律规则，取代拼凑的国际卫生公约，并能够根据科学或其他因素的变化而有效地修订和修

正这些规则。(30)在世界卫生组织的积极推动下，1951 年 5 月 25 日，第四届世界卫生大会

通过《国际公共卫生条例》(International Sanitary Regulations)，取代所有现行的相关国际公

约和协定，同时强制规定，如各国政府没有明确提出保留意见或予以反对，新条例将于 1952
年 10 月 1 日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所有会员国以及有意向的非会员国生效。(31)

与此同步，世界卫生组织以根除全球重大传染性疾病为目标，以防治新发和复发传染病

为支撑，通过建立现代化预警、监测、报告平台和制度以及研发和推广新的药物和疫苗等措

施，推出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全球性卫生防疫合作计划和项目，如 1947 年“全球流感规划”

(GIP)、1952 年“全球流感监测网络”(GISN)、1955 年“全球消灭疟疾计划”、1967 年“全

球根除天花计划”等。这一系列的制度和机制建设，多冠以“全球”之名来推进。在世界卫

生组织的领导和协调下，不乏冷战两大阵营经过 12 年共同努力消灭天花等成功个案。(32)
但需要指出的是，多数项目因受冷战政治和意识形态冲突的影响，导致本应全球共同参与、

共同受益的活动多局限于两大阵营内部，甚至沦为冷战双方争夺第三世界或中立国家的工具，

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牺牲品，(33)致使全球卫生防疫合作整体进展缓慢、治理效能难以充分

发挥。

即使在 1969 年《国际卫生条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取代此前的 1951 年《国

际公共卫生条例》、成为新的防范疾病国际传播的“全球性关键文书”之后，其管理的原则、

范围和措施也更新不多，1973 年和 1981 年虽又进行了部分修正，但仍是在原有基础上的修

补，没能适应全球化时代疫情变化的新特征。美国学者戴维·费德勒(David P.Fidler)就注意到，

该体系存在以下缺陷：(1)受《国际卫生条例》约束的传染病数量有限；(2)缔约国未能履约

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应呈报的暴发的疾病；(3)缔约国未能对受《国际卫生条例》约束的疾

病暴发国的贸易和旅行采取可适用的最大力度的措施。(34)结果，面对全球卫生危机时，部

分规定显得“过时而脆弱”。(25)例如，全球流感规划和监控系统就没能成功防范 1957 年、

1968 年等几次流感的全球大流行。这既是全球卫生防疫体系本身存在的漏洞使然，又是各

国政府未能守约尽职的结果，两次大流感均导致超百万人死亡。同样，1961 年霍乱在印度

尼西亚暴发，并迅速扩散到亚洲其他国家、欧洲和非洲，于 1991 年抵达拉丁美洲，横扫拉

美 16 国，这是全球霍乱第 7 次大流行，持续影响长达 30 年，被感染者超过 40 万。(36)不
言而喻，以“有国界”的卫生防疫模式来应对“无国界”的可见和不可见的病原体全球流动，

国际行动往往捉襟见肘、效果不佳。

随着冷战结束和两极格局解体，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急速融合，全球经

济相互依存度进一步提高，人口急速增长、城市化进程加速，交通、通信技术的革新进一步

缩短了物理流通的时间，国际旅行和迁徙呈指数级增长。与此同时，过度开发利用自然导致

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为致命的细菌和病毒脱离自然宿主向人类扩散提供了更多可能。而

且，世界范围内卫生不平等和不均衡的结构性矛盾，国家层面卫生治理的能力不足，让问题

进一步恶化。(37)统计数据显示，2011-2018 年，世界卫生组织追踪到 172 个国家的 1483 次

流行病事件。它们轻易跨越传统的地理、政治界限，快速抵达全球各地，让世界猝不及防。



(38)
不仅面对的问题更加多样，而且参加全球卫生防疫工作的行动者更加多元，需要协调的

层级更趋复杂。(39)研究者注意到，缺乏清晰的治理结构越来越成为全球卫生治理的显著特

征，世界卫生组织、其他联合国组织、民族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社区、个体等多

元的行动者之间，缺少明晰分工和行动边界，每个行动的参与者既可能是资金提供者，又可

能是计划发起者，还可能是计划实施者，甚或监督者和评估者，治理边界日益模糊，导致分

工混乱和追责难度加大，(40)如何重塑世界卫生组织作为全球卫生倡议的协调者、战略规划

者和领导者的角色，从而适应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革与全球卫生防疫工作的新变化，是世

界卫生组织必须面对的挑战。

一方面，世界卫生组织开始把防疫工作纳入全球卫生治理的总体框架加以谋划，推动项

目和计划的更新换代。如 1998 年“全球消除致盲沙眼计划”、2011 年“全球疫苗行动计划”、

2012 年“全球麻疹和风疹战略计划”、2017 年“全球控制病媒计划”等，虽多为冷战时期

全球卫生防疫项目和计划的升级版，但更加强调全球的覆盖面和以公众健康为中心，通过敦

促多元的行为体共同参与，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和治理效能的最大化，从而预防和化解面

临的卫生风险和危机。

另一方面，考虑到国际旅行和贸易的增加，以及新的国际疾病威胁和其他公共卫生风险

的出现和重现，1995 年 5 月 12 日，第 48 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决议启动《国际卫生条例》

的修订工作。(41)这次修订工作历时 10 年，其间一系列的重大全球疫情特别是 21 世纪第一

次国际公共卫生突发事件-2003 年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的出现，推动国际社会对《国

际卫生条例》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2005 年 5 月 16 日，第 58 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国际

卫生条例(2005)》，并于 2007 年 6 月 15 日生效，(42)是为现行全球卫生防疫体系新的国际

法基础。《国际卫生条例(2005)》的一个重大变革即范围“不只限于任何特定疾病或传播方

式”，而是涵盖“对人类构成或可能构成严重危害的任何病症或医疗状况，无论其病因或来

源如何”，同时新条例还拓展了疫病信息和情报的收集、上报渠道，而不再局限于各国上报

数据。这些新变化既注意到了疫情的非典型性特征与新的变化趋势，又赋予世界卫生组织更

大的权限和权力，特别是可以核查、确定、发布和结束“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进一步确认了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疫病暴发预警和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的重要角色和作用。

而且，随着卫生与外交之间不断强化的联系，全球卫生防疫工作正在尝试从以往绝对尊重各

国主权的“政府间主义”(intergovernmentalism)模式，进入相对尊重国家主权、参与运作的

国家必须放弃部分国家主权的“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模式。(43)
毋庸置疑，世界卫生组织被赋予更多权力，既是构建全球卫生防疫体系的必然要求，又

顺应了疫病防治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必然趋势。但是，这种突破国家主权界限的做法，能否在

当今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得以实现，尚存在诸多不确定性。(44)新冠肺炎的全球大流行无

疑是对构建中的世界卫生组织领导的全球卫生防疫体系的一次大考，世界卫生组织、各国政

府、其他的行为体在公共卫生的全球政治方面正在经历一个转变，而且可能是全球卫生和外

交关系领域的革命性转变。事实上，无论是新冠肺炎疫情还是全球卫生防疫体系，都应被视

为“全球公共物品”(GPG)，(45)必须通过公共权力来进行治理。以此而论，世界卫生组织的

领导力和治理能力虽遭遇诸多困境，但它作为全球卫生防疫“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如何更

好地建立、监督和执行国际卫生规范和标准，更加合理地设置全球卫生议程，预警、监测和

报告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事件，更加积极地协调多元参与者实现共同目标，就成为必须考虑的

问题。世界卫生组织既需要借助全球卫生实践活动重塑其治理结构，积极推动全球卫生治理

的多元共治新模式，更需要各国政府赋权赋能积极配合，支持世界卫生组织，防止不合作问

题，协同推进打好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阻击战”。而如果世界各国仍幻想通过地理隔绝的

方式画地为牢以求自保，敷衍塞责甚至推诿扯皮，那只会回到 19 世纪前的“老路”，甚至



可能走上贻误战机的“邪路”，既无益于危机化解，又会扰乱全球正常的经贸秩序，甚至引

发全球政治危机和社会动荡，当然，也无法用好用足 21 世纪网络时代的科学、信息、经贸、

技术等互联互通的优势，推动疫病的全球联防联治。

无论是国际公共卫生办公室、国联卫生组织还是世界卫生组织，它们通过搭建医学科学、

疫病信息情报、防疫技术的互动交流平台，推动了卫生防疫从区域防御性安排到国际卫生防

疫合作、再到建立全球卫生防疫体系的转型发展，在全球疫病预警、防治和根除方面均取得

了一系列成绩。然而必须注意到，国家间政治、国际贸易、医学认知的竞争和偏好，限制了

全球卫生防疫的表达方式和实践模式，桎梏了全球卫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仅

如此，“公共政策新时代”的到来，内政与外交、多边和双边战略、国家和国际利益之间彼

此交错重合，加之国家行动的跨国溢出效应和外部性，(46)导致全球卫生防疫工作将面临更

多的结构性挑战。

全球卫生防疫既要关注全球性的科学技术和医学知识的进展，又要能够充分调用“地方

性知识”的灵活性和能动性，里贾纳·杜阿尔特(Regina Duarte)就注意到，科学知识，甚至

是“普遍的”科学知识，本来就是“混血儿的、杂糅的和跨国性的”，全球与地方关系的复

杂性甚至非共融性注定了卫生防疫治理“全球转向”的多变和多歧，(47)尽管如此，当我们

面临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时，如仍把“全球”视为遥远的背景，而没有加快推进全球与地方的

良性互动，推动卫生防疫工作的“全球善治”，全球大考的成绩可想而知。与此同时，全球

卫生防疫工作的前景还受制于全球化进程和全球生态环境变化的影响，取决于我们的“生命

维持系统”，以及如何开明地管理我们的社会资源、经济关系和自然世界，以达到双赢局面。

(48)
知易而行难，现实是不容乐观的。2019 年 9 月 18 日，全球防范工作监测委员会(GPMB)

正式发布了其成立以来的第一份报告：《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A World at Risk)。报告开篇

写道：世界正面临着毁灭性的区域或全球性流行疾病或疾病大流行的严重风险，这些流行病

不仅造成人员伤亡，而且颠覆经济并造成社会混乱。(49)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局面可能会

日益恶化，高致命性呼吸道病原体大流行暴发和快速传播或将成为人类社会的最大威胁之一。

流感、非典、中东呼吸系统综合征(MERS)、埃博拉病毒、寨卡病毒、新型冠状病毒和其他疾

病的接踵而至，预示着人类社会正在步入一个以疾病易于流行、影响巨大、传播迅速、频繁

暴发且难以防控为典型特征的时代。

面对危机，作为应战之需，国际社会必须把全球卫生治理特别是卫生防疫工作列为“全

球高政治议题”给予重点关注，其治理模式必须从“救灾”转向“备灾”，从被动应战转向

主动防治；同时积极优化治理结构，建立全球、区域、国家和利益关联体共同参与的全方位、

立体式即时预警、分析、报告、研究平台和机制，建立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理念且能够

应对“最坏情况”的紧急响应机制，建立分层分类的公共卫生危机紧急事件的全系统培训和

模拟演习制度，真正贯彻和执行联合国提出的“全健康”的方针；(50)唯有如此，国际社会

或能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卫生防疫体系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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